
2018 年 1 月，南亚孟加拉国帕德玛河
下游，连接中国与东南亚泛亚铁路重要通道
之一——全长近9.3公里的在建公铁两用桥
梁帕德玛大桥，桥墩与桥身正在同步施工。
该桥由中国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中铁大桥院承担施工设计。这座桥通车后，
将结束孟加拉国西南部地区与首都达卡靠轮
渡过河的历史。由此，该桥也被当地人称为

“梦想之桥”。
时间回溯到61年前的1957年。金秋十

月，在浩瀚的长江上，也有一座巍峨秀丽的
“梦想之桥”——武汉长江大桥凌空飞架，铺
设了一条沟通南北、跨越天堑的通途。而它
的建设者正是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前
身：铁道部大桥工程局（2001年改制为中铁
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桥局）。

60 多年前，建设万里长江第一桥，需
举全国之力；60 年后，一座座大桥跨越江
河湖海、深山峡谷，不断刷新世界之最。从
武汉长江大桥到帕德玛大桥，经历“建成学
会”“发奋追赶”“超越引领”三个阶段的

“中国桥”，正成为一张张亮丽的国家“新名
片”。

架桥，连贯一气之完美

万里长江横贯东西，京广铁路纵穿南
北，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两条大动脉的黄
金交汇处就是武汉。

桥梁，作为一种建筑物，它的建造牵涉
到结构、测量、材料、水文、地质、机械、
施工、建筑等多个专业门类，而在长江这样
的巨大河流上建造的桥梁，更非古代桥梁所
能比。西周、东汉、宋初、明末、晚清时，
长江上都出现过因军事目的而搭建的浮桥，
但从未有过“既便利两岸的往来，又不阻挡
水上原有交通”的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可以
说，能否建成长江大桥标志着国力强弱。

清朝末年，武汉三镇雏形初具：武昌为
湖北省会，汉口为商埠，汉阳也发展了一定
的工业基础。1906 年，京汉铁路全线通
车，而粤汉铁路也在修建当中。建桥跨越长
江、汉水连接京汉、粤汉两路的构思即为各
方所关注。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在武汉建
一座长江大桥。

1913 年，在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
支持下，国立北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工科
德国籍教授乔治·米勒带领夏昌炽、李文骥
等13名土木门 （系） 学生来到武汉，对长
江大桥桥址展开了初步勘测和设计实习，并
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将建桥意向代陈于
交通部。这是武汉长江大桥的首次实际规
划，当时提出建议是将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
之间江面最狭隘处作为大桥桥址，经武昌汉
阳门、宾阳门连接粤汉铁路，并设计出公路
铁路两用桥的样式。此次规划虽然未获实
行，但其选址已被证明十分适宜，与此后几
次规划选址基本相同。

1919 年 2 月，孙中山写就了 《实业计
划》，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途径、原则和
计划，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在其
论述中也提到关于武汉修建长江大桥或隧道
的选址问题。1923 年，由辛亥革命时的参
谋长孙武组织，依据孙中山的规划思想，编
制了《汉口市政建筑计划书》。《计划书》明
确提出，“以汉阳之大别山麓（龟山），武昌
之黄鹄山麓 （蛇山） 为基，架设武汉大铁
桥，可收平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连贯
一气之完美”。

在这之后的 1929 年、1935 年和 1946
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先后三次提出了建造武
汉跨江大桥的计划，然而由于国力贫弱，计
划最终搁置。

新中国成立后，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之
间运输全部由往来于武昌和汉口的驳船和轮
渡接转。由于货物运输量剧增，同时轮渡受
到天气影响较大，轮渡中转模式已满足不了
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1950年，时任铁道
部部长的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
不久，就根据中央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
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

1954 年 1 月 21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
务院203次会议，听取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
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修
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中央任命彭敏为
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杨在田、崔文炳任
副局长，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兼大
桥工程局政委，汪菊潜为总工程师。

“我们现在说的武汉长江大桥应该称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据滕代远的儿子滕
久昕回忆，整个工程包括：一座横跨长江的
铁路、公路两用桥，汉阳岸引桥和武昌岸引
桥，跨越汉水的长300米的铁路桥一座，长
322米的公路桥一座，跨越武汉三镇市区总
长480米的跨线桥10座，一条长12.9公里
的铁路联络线和一条长4.5公里的公路联络
线，一座新建的汉阳火车站。

在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后，铁道部派出
代表团携带建桥全部图纸、资料赴前苏联首
都莫斯科，请他们帮助进行最后鉴定。前苏
联政府指定了25位优秀桥梁专家组成鉴定
委员会，由前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时任桥梁
工程总局局长的古拉梁夫任主席，对中方的
方案提出了53个问题，详细对比，反复研
究。最后，终于通过了这次鉴定。

此后，铁道部向中央提出报告，要求聘
请前苏联专家组来华支援，周恩来总理迅速
予以批准。1954 年 7 月左右，以康士坦
丁·谢尔盖维奇·西林为首的前苏联专家陆
续抵达大桥工程局并开始工作。

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作
为“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开工了。

只有成，没有败；只许成，不许败

工程启动，正值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虽
然有前苏联专家援助，但具体施工建设、试
验和实施都是我国专家慢慢摸索出来的。

1955 年 7 月，经过大量的试验工作后
大桥正式开始施工。主桥及两端引桥由大桥
局施工，两岸的联络线及跨线桥等工程分别
由汉阳工程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施
工。大桥施工中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大
跨度钢梁制造任务由海关桥梁工厂和沈阳桥
梁工厂承担；湖北省、武汉市数十万干部群
众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武汉长江大桥正式

开工建设，从干部到工人，人人争作贡献，
个个争当模范，在高空深水、特大洪水等恶
劣环境下顽强拼搏，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展
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
概。修建长江大桥的热情,背后是全国人民
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

武汉长江大桥一共有八个桥墩，靠近武
昌岸的八号墩由大桥局海外分公司原副总经
理周一桥的父亲周璞（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小
组成员）负责设计。桥墩是桥梁的基础，周
一桥告诉记者，民国时期国内外桥梁专家对
长江大桥先后开展4次勘探、设计，均因资
金、技术问题无功而返,“桥墩建设是最大
难题”。

当时，在深水中建造桥墩主要采取“气

压沉箱法”：先将一个大沉箱沉入江底,充入
高压空气排出江水,供工人下到江底直接施
工。1934 年由茅以升主持兴建的钱塘江大
桥就是使用这种工艺。但这种工艺的安全极
限是水下35米，长江武汉段汛期水深超过
40米，一年中能施工的时间仅为3个月。

“这个时候，西林提出采用最新的‘管
柱钻孔法’进行施工。”周一桥介绍说。周
璞在其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西林见到彭敏的
第一次谈话出人意料。西林开门见山地说：

“在莫斯科开的鉴定会我是参加了的，设计
文件我也研究过，我认为建造大桥基础不宜
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我有个新的想
法，但是鉴定委员会里都是我的前辈，老头
子是技术权威，我不好说话。这个新办法在
我国也没有用过，因为苏联没有长江。现
在，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我们暂时先不说出
去，只和你一个人谈谈。”随后，西林用几
天时间详细给彭敏讲述了他的“管柱钻孔
法”的技术理论、施工方法及优越性。

讲得通俗一点，管柱钻孔法就是先将每
一个管桩定好位，再打桩钻孔取土，“就像
把一把筷子插在岩面上”。

彭敏听西林介绍之后，意识到此事非同
小可，随即组织了有双方工程技术人员参加
的会议。中方人员提出了许多问题和疑点，
但是抱有极大兴趣。与西林同来的几位前苏
联桥梁专家却提出相反意见，理由是：施工方
案已经苏联国家鉴定委员会通过，没有必要

大改动；其次，这种新方法谁也没干过，试验
来不及。这位专家还讲了一个笑话：“一个人
用右手摸自己的右耳朵，只要一抬手就摸到
了；但是现在，你们却要把手绕到脖子后面再
去摸，还能摸到吗？”西林站起来严肃地说：

“同志们，我们讨论的是桥梁基础的施工方
法，不是摸耳朵！”

大桥局立即组织人员在岸上和江心进行
了多种试验，提出有些建筑桥墩基础的大型
机械设备也要重新设计制造，钻头、钻机、
震动打桩机都需制造和改进。在试验最困难
的时候，大桥局党委曾向铁道部党组写了一
份报告，其中有一句写道：“试验工作是成
败的关键。”而几天后收到铁道部党组的批
复却是：“只有成，没有败；只许成，不许
败！”1955年上半年，国务院就新方案作出
批示：“继续进行试验，并将新旧方案进行
比较。”

但风波到此并没有停息。国内发生的事
情还是传到了国外，前苏联政府也知道了。
为了调查事情的原因，1955 年底，前苏联
政府派出以运输工程部部长哥热夫尼柯夫为
首的代表团来华，主要是参观长江大桥的施
工，随团还来了桥梁专家葛洛葛洛夫、金果
连柯、沙格洛夫等一大批工程界权威。西林
知道后，内心也很紧张，强作笑脸对老朋友
彭敏说：“我就准备接受审判吧。”

苏联代表团10多天的“参观”，实际上
是审查西林提出的方案。他们审看文件、查
阅资料，同时看现场施工，听取西林的“答

辩”。这期间，彭敏惴惴不安，找到滕代远
说：“假如结果是不同意这个方案，把西林
撤回国去怎么办？”滕代远坚定地说：“还按
西林的方案干！”“假如……”滕代远说：

“没有那么多假如！”
不久，滕代远在北京铁道部接见了西

林，告知两国政府已批准建桥技术文件，现
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

为了掌握这种在当时非常先进的技
术，两国工程人员在长江北岸龟山、凤凰
山山麓及江心连夜苦战，进行了一系列艰
苦的试验，建起了35个试验管柱，最终试
验成功，并立即应用在长江大桥的建设
上。由于这种方法比之前的气压沉箱法更
容易操作，使得大桥的工程效率大大提

高，为大桥的提前建成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大桥原计划4年零1个月完工，实际仅
用2年零1个月。

“桥坚强”，质保最少一百年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全国关心，举世瞩
目。滕代远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认为武汉长
江大桥又经济，又坚固，又美观，又迅速，又安
全。这个桥的质量至少保证一百年。”

在前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武汉长江大桥
的钢梁由原定的9孔简支梁改为使用三联三
孔连续梁。为了适应长江风大、浪急、水深、
流速等特点，同时也为了不影响武汉港船舶
繁忙的运营作业和长江航运的正常通航，正
桥钢梁架设采用了架梁技术难度较高的悬臂
架梁方案。

钢梁从桥梁工厂运到工地，每根杆件就
有20多吨重，建设者们需要将杆件一根又一
根地悬空拼装起来，完成主桥钢梁架设。

架梁不易，铆合更难。1956年10月，两
岸架设桥梁的工作开始了，两条钢铁巨龙向
江心日日接近，新的桥墩从水中一个个站立
起来，迎接着钢梁的到来。当汉阳的钢梁向
江心伸出第一孔时，有人报告：铆合质量发现
问题！

这样大的钢梁，在工地进行铆合是个复
杂的技术工作，每孔钢梁跨度为128米，最厚
的部分达到170厘米，而使用的铆钉直径是
26 厘米，现场将铆钉烧热后，甩递到作业平
台，趁热用跳动风顶联合铆钉枪铆接。要确
保质量，就必须使铆钉与孔眼填充密实，这样
才能使铆钉永不松动。

曾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施工组织设计小
组组长的赵煜澄回忆，大桥钢梁拼装两个
月后，发现固定桥梁杆件的上万颗铆钉与
孔眼间有 2 毫米缝隙，出现松动。“拼装马
上停工，直到新铆钉填满缝隙，先期铆钉全
部弃用”。

前苏联专家也从国内休假返回，反映他
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在研究改进。我
们从未遇到铆合这么厚的钢梁，这样长、这般
粗的铆钉。但在铆工及技术人员、前苏联专
家的共同钻研下，获得了一套完整的铆合长
铆钉和提高钉孔密实度的经验。同时，将不
合格的铆钉全部铲下来，重新铆合，不仅铆钉
全部填满钉孔，而且高出相关国标5%，终于
解决了这个难题。铆合工作停工 1 个月之
后，又重新启动了。

相比摩天大楼、大型机场等建筑主要承
受自身重量荷载,架在峡谷、江河、大海上
的大型桥梁,不仅要承受自身重量,还得经
受大量汽车甚至高速列车通过带来的巨大
冲击。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院长张敏说,桥墩
要防洪水、抗地震、防船撞,桥身还需面对来
自各个方向的压、弯、扭、拉等形式受力,“夸
张点说,就像揉面、拉面过程中的面条,一不
小心就断裂”。

据统计，自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
以来，武汉长江大桥虽历经7次较大洪水、77
次轮船撞击，但至今仍十分健康。

1993年5月28日，曾担任武汉长江大桥
前苏联专家组组长的西林再次受邀登上大
桥。参观后，他对随行人员说：“武汉长江大
桥设计一流、施工一流，养护也是一流的，大
桥的寿命至少要延长100年。”

“桥坚强”的美誉，不仅源自过硬的质量，
也离不开对桥梁的精心养护。60多年来，不
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武汉铁路局武汉桥工
段三代“守桥人”始终虔心呵护、默默奉献，养
护维修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如今，武汉
长江大桥的维护经验已成为全球桥梁维护的
样板。

桥长近1.4公里，来回一趟2.8公里，“80
后”养桥工人陈卿明记不清每天要走多少个
来回。作为一名年轻的工长，“桥三代”陈卿
明爱动脑筋、善于思考，是同事们心中的“麻
烦粉碎机”。大桥上的更换钩螺栓作业最棘
手，陈卿明根据钩螺栓的形状，研制出一种焊
头卡，以前两个人干的活，现在一个人就能轻
松搞定；通过大桥的列车密度、速度增加后，
木枕使用周期越来越短，陈卿明带领同事研
制出了一种塑胶垫圈，安装在护轨下方，延长
了木枕的使用周期。

在武汉长江大桥工作了 30 年的“桥二
代”聂亚林对养桥工艺、技术的变化感受颇
深。他说：“这些年，大桥养护经历了传统手
工时代到机械化、再到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
跨越。”

武汉铁路局武汉桥工段发布的“体检报
告”显示：目前全桥无变位下沉，桥墩可承
受6万吨压力，可抵御10万立方米流量、5
米流速的洪水，可抗8级以下地震和强力冲
撞，24805吨钢梁、8个桥墩无一裂纹，无
弯曲变形，百万颗铆钉没发现松动，全桥无
重大病害。

（下转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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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飞架
——记“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编者按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天堑”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和

国防建设发挥了长期重要作用。大桥横跨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总长1670米，其中正桥1156米，北岸引桥303

米，南岸引桥211米。大桥下层铁路为双向车道，上层为4车道公路，桥身为三联连续桥梁，每联3孔，共8墩9孔，每孔

跨度为128米。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至今，“营运时间最长，运量最大，荷载最大”，被誉为中国建桥史上永远的丰碑。

武汉长江大桥全景。 （资料图片）

西周西周、、东汉东汉、、宋初宋初、、明末明末、、晚晚
清时清时，，长江上都出现过因军事目的长江上都出现过因军事目的
而搭建的浮桥而搭建的浮桥，，但从未有过但从未有过““既便既便
利两岸的往来利两岸的往来，，又不阻挡水上原有又不阻挡水上原有
交通交通””的真正意义上的桥梁的真正意义上的桥梁。。

““我有个新的想法我有个新的想法，，但是鉴定委但是鉴定委
员会里都是我的前辈员会里都是我的前辈，，老头子是技老头子是技
术权威术权威，，我不好说话我不好说话。。这个新办法这个新办法
在我国也没有用过在我国也没有用过，，因为苏联没有因为苏联没有
长江长江。。””

““武汉长江大桥设计一流武汉长江大桥设计一流、、施施

工一流工一流，，养护也是一流的养护也是一流的，，大桥的大桥的

寿命至少要延长寿命至少要延长100100年年。。””

前苏联专家西林（右一）与桥梁专家唐寰
澄（前排左一）等在现场进行技术交流。

（资料图片）

钢梁合龙于6号墩顶。 （资料图片）

武汉长江大桥开始驾梁。
（资料图片）


